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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在科技之發展已引起人們關切美國是否能夠能藉由科技優

勢維護美國在全球的優勢地位，並且中國的科技發展是否影響美國的

國家安全。從新冠肺炎趨緩後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短缺，美國現不再強

調軍事力量的競爭，而將半導體、人工智慧與下一代網路作為美國印

太戰略核心，試圖結合「技術民主國家」對抗中國或其他「技術威權

國家」。這項戰略的主軸即是在國內增加教育和科學方面之投資，擴

大基礎設施與關鍵技術之研究與投資，扭轉美國內部兩極分化的局面

以及振興經濟來重建美國優勢；在國際層面上，拜登政府表示將恢復

與美國傳統盟友的關係，建立技術民主國家的聯盟體系，並爭取支持

對應全球的挑戰，包括新冠肺炎、經濟復甦與氣候變遷等議題，承諾

致力回復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建立美國的領導。實際上，從歐巴馬政府

開始，美國的國際戰略主要根據議題進行反應，川普政府認識到大國

競爭有必要從頭開始重建美國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則強調建構民主

國家的技術聯盟與供應鏈圍堵的戰略，除可保護美國與其盟國的根本

利益，可以解決美國國家安全發展之威脅，也降低與中國在競爭領域

之衝突導致軍事對抗的可能性。 

關鍵詞：國際戰略、技術威權主義、技術民主國家、網路嚇阻、新冠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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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與中國間之博奕已涵蓋多項層面。兩國間從關稅戰、貿易戰、科

技戰、技術戰、雲端服務與設施的衝突，再到近來的「接觸戰」，包括法律

戰、輿論戰、外交戰與在南海的軍事演習，以及美國軍機延伸至台灣西南

海域到南海海域實施偵察與空中加油演練，再到中國的軍機頻繁於海峽中

線以及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演練等。其中，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

已成為美國看待與中國關係的架構（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1）。與此

同時，中國在人工智慧（AI）、下一代通信與量子計算等方面之研發與進展，

業已引起國際質疑美國是否能夠持續維持「技術至上」乃至美國優勢，以

及隨之而來中國科技發展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之疑慮。  

原本美國從軍事角度來看待中國對於技術與創新之投資，惟軍事能力

僅是當前戰略競爭的一部分。現今北京更結合複雜競爭，在避免訴諸戰爭

前提下，利用技術與創新來當作推動其目標。中國的企業更對於全球銷售

其 5G 的無線基礎設施，利用合成生物學來強化食品之供應，製造更小更快

的晶片，這些都已強化中國的軟實力之運用（Darby & Sewall, 2021）。也就

是說，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成為 21 世紀的標誌性衝突，華府也準備與北

京進行長期競爭。 

國際情勢之發展刻正強化戰略競爭之意象。首先，新冠肺炎的全球流

行所帶來的供應鏈短缺陷以及美國政府與國會對於中國逐漸形成共識，即

外國控制下一代技術將使美國處於不利地位，美國兩院的共識即是政府嚴

格審查外國投資行為。於是在 2020 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拜登（Joe Biden）

即呼籲採用新方法提高供應鏈安全性（supply chain security），讓美國與其

盟國不會依賴中國與俄羅斯之關鍵供應（Chipman, 2020）。其次，美國正在

為新的大國競爭進行準備，這個時代之標誌不是美國統治地位不受挑戰，

而是面對中國崛起與報復心極強的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並重塑對

中俄兩國有利之全球秩序（Colby & Mitchell, 2020）。再者，由於人類面對

新冠病毒之新興流行性疾病，更為需要國家有效的行政能力才能提供民眾

所需之醫療援助，讓國際政治變得越「再國家化」（re-nationalized），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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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作用與必要性（Lindberg, 2020）。 

白宮近來所發布的『中程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文件』（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Document）（White House, 2021a）則指出，拜登

政府對於美國如何與世界交往之願景，但其中多討論美國與中國關係發

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更認為，此種願景包含發展從對

抗技術競逐到氣候變遷等挑戰方法，而且幾乎在每項議題上，美國皆必須

與共黨的中國打交道。布林肯認為，「中國是唯一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

技術力量的國家，可以嚴重挑戰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所有使世界以我

們希望的方式運作的規則、價值觀和關係」。布林肯更聲稱中國是「21 世紀

最大的地緣政治試驗」（biggest geopolitical test of the 21st century）（Blinken, 

2021）。換句話而言，從拜登到布林肯的語彙當中已將中國描繪成為美國最

為強大的競爭對手，更為類似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所經常強調之觀

點，並反映華府內部民主黨與共和黨已形成對於中國所構成挑戰之共識（de 

Luce & Williams, 2021）。許多美國戰略社群已不再相信西方的交往策略將

引領中國發展成為一個更加自由，多元和民主的國家（Campbell & Ratner, 

2018），他們認為，由於中國和俄羅斯越來越多地使用自身力量來主張經常

與美國相抵觸的利益和價值觀，因此華盛頓已醒悟到「大國競爭的新時代」

已經到來（Allison, 2020）。 

從全球性的新冠肺炎趨緩後，由於汽車、手機或冰箱所需之晶片在全

球範圍供應短缺，凸顯美國與中國從合作、競爭到對抗之情況。美國希冀

結合民主的高科技國家，共同維護半導體製造與量子計算等先進科技之優

勢，而不再強調導彈庫存與軍力傳統軍事競爭領域。因此，更為關鍵的是，

拜登政府正將半導體、人工智慧與下一代的網路作為美國印太戰略之核

心，試圖結合「技術民主國家」（techno-democracies）對抗中國、或是其他

「技術威權國家」（techno-autocracies）（Wadhams, 2011）1，而這項戰略主

 
1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每年皆會發佈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

該指數會根據政治和公民自由對 167 個國家進行排名。根據五項標準，各國獲得滿分

10 分的評分。8 分以上是「全面民主」（full democracy），4 分以下是「威權政權」

（authoritarian regime）。這五項標準包括：選舉是否自由與公平（選舉過程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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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即是增加國內基礎設施投資以及「以盟友為中心」的合作性研究與生產。

本文旨在探究拜登政府在美中戰略競爭當中的技術因素。 

貳、一種以「技術為驅動的大國競爭」 

在過去十餘年當中，國際體系已逐漸轉變為大國競爭狀態，美國的國

際領導地位與優勢受到崛起的中國以及俄羅斯的再武裝與報復主義所挑

戰。與此同時，民主價值似正受到挑戰，民眾或轉向接受民粹主義的獨裁

作法，這種不斷上升與戰略競爭已成為國際發展的常態（Natsios, 2020）。 

2017 年底，當川普政府正式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之際，美中關係開始出現巨幅轉變，民主黨與共和黨也逐漸接受這個立論。

而在拜登主政後，美國更為接受此種看法。儘管民主黨政府對於戰略競爭

之理解與川普政府所認知大相逕庭，但仍可以看到華盛頓的國家安全社群

正從關注恐怖主義等威脅轉向關注與中國等「大國」之競爭（Toosi, 2021），

並且美國的外交策略已從川普所偏愛的單邊作法轉變為與雙邊夥伴和多邊

組織的緊密合作。 

一、新冷戰結構的雛形 

美國與中國間的第二次冷戰與前蘇聯的第一次冷戰有何不同？美國與

前蘇聯的競爭主要集中在意識型態與核子武器，並透過代理人發動代理戰

爭（proxy war）。今日戰場主要在於資訊技術，包括：半導體、數據、5G

移動通訊與下一代的網路、網際網路標準、人工智慧與量子計算等，以及

俄羅斯與中國對於美國的敵對意象（Roskin, 2014），這些決定美國亦或者

中國不但需要掌握軍事優勢與國際話語權，更需要掌控關鍵技術以及以供

應鏈為基礎的全球經貿體系，同時歐盟也希冀在大國競爭的年代扮演更為

積極與重要角色（Bildt, 2019）。 

 

政府是否制衡（政府職能）、公民是否被包括在政治中（政治參與）、對政府的支持（政

治文化）以及人們是否有言論自由（公民自由）等面向（Business Insid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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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冷戰創造出鏡像的世界（looking-glass worlds），第二次的冷

戰更是相互聯繫下的關鍵技術競賽。這部分的原因在於中國在 2001 年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WTO），並且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的結果。此外，中國已瞭

解科技乃是國家權力重要工具。中國現擁有廣闊市場、專業與勤奮人才，

政府並透過補貼與工業間諜活動來強化國有企業，並經由「一帶一路」倡

議簽訂出口合約來擴展自身的市場，在經由國際經貿盈餘來積累自身技

術，提升作為數位大國的地位，並在國際組織當中開展「中國標準」的運

動（Economist, 2020）。 

中國所認為的「開放」不同於美國所認為的開放。根據美國貿易代表

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之說法，從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並沒有按照承諾採取「開放的、以市

場為導向」政策，中國認為開放乃是與全球經濟融合的雙向過程，最初是

為獲得中國崛起所需之先進技術與專業知識，之後是為塑造符合中國戰略

要求的國際規範、標準與制度（Tobin, 2018）。 

而且當代全球依存環境不同於冷戰時期，冷戰時期並無讓威權國家在

民主國家內部進行行動機會。北京或莫斯科現可利用 21 世紀的工具與策略

來強化國內的言論審查制度，操控其他國家的媒體或獨立機構。隨後，這

些國家藉由技術之建構、傳播與附加功能，將非民主的意識形態輸出至西

方社會，除了塑造民主國家知識分子與普羅大眾認知與情感外，也假造新

聞進而影響民眾對於政府之觀感，以過去難以想像的方式嵌入民主國家的

商業與經濟活動當中。這使得民主國家對於中國科技與數位化的表現，引

發新的焦慮與緊張：威權政體透過技術，將其價值觀輸出至西方國家的社

會將會產生何種影響？ 

二、中國的技術威權主義 

當前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進行。這場革命重點在於人工智慧、大

數據、第五代電信網路（5G）、奈米技術、生物科技、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等領域。這些領域的突破可能改變未來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關係，

促使各國或大型企業戮力發展技術或建立標準。中國作為新興的科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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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全球科技的領先創新者，主要在四類領域，包括：製造業、數位平

台與相關市場（小額貨幣交易）、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應用程序或其他技

術、以及電腦或生物科技等領域的基礎科學（Schoff, 2019）。然而，這些產

業是以中國技術為基礎體系並結合強制性的價值理念，即 21 世紀威權主義

結合社會控制與效率（Wang, 2021），被形容是一種「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 ）（ Schoff, 2019 ）、 以 科 技 強 化 的 威 權 主 義 （ tech-enhanced 

authoritarianism）、數位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技術威權主義

（ tech authoritarianism ）（ Omand, 2020 ） 或 「 技 術 威 權 國 家 」

（techno-autocracies）（Wadhams, 2011）。 

這套技術威權主義有以下特徵。首先，利用技術優勢主導產業發展，

並將技術轉移至軍事用途。部分關鍵性產業當中，一些中國大型的民營企

業或國有企業可以優先獲得來自政府補貼或政策優惠措施，並且政府還藉

由針對性、寬鬆的法規與基礎科學研究積極支持創新。例如在 2017 年 6 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當中進一步讓技術競爭環境向中國國內傾

斜2，並且該法第 31 條要求所有在中國運作的企業皆必須將數據儲存在中

國境內，並限制數據的跨國境傳輸。並利用此種優勢主導國家政策，如《中

國製造 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與《中國標準 2035》，努力成

為全球技術領導者（Schoff, 2019），並且從 2012 年開始將商業技術轉化為

軍事應用，或強調軍民融合。這種軍民之間人員與技術的轉移，已經成為

中國在技術投資之特點，也是美國政府力圖限制中國對於美國企業投資之

緣由。 

再者，技術結合大規模的社會治理（social management）模式。中國的

「社會治理」（或社會管理）概念，係指領導階層試圖塑造、管理與控制社

會的嘗試，並結合黨員與黨的支持者使用合作與強制性手段。例如安德森

（Ross Andersen）在《大西洋》為文指出，北京期望發展屬於中國的數位

部門與建立一個可實現社會控制的數位體系，並通過 precog 演算法即時識

 
2 

 該法第二章「網路安全戰略、規劃與促進」當中，規範「國家支援企業參與網路安全國

家標準、行業標準的制定，並鼓勵企業制定嚴於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企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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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潛在的異議者（Andersen, 2020）。也就是說，中國期望技術能滿足民眾

物質需求並設計出一個忠誠且可迅速反應的官僚機構，同時避開競爭性選

舉、新聞自由與獨立的司法機關的訴求（Wang, 2021）。 

在國際層面上，中國的技術威權的戰略不同於俄羅斯的假訊息行動，

莫斯科的戰略目標旨在他們所針對的國家製造不信任，使其反對自身的政

府（Omand, 2020）。而中國的意圖則是形塑、管理與控制其運作環境，讓

公眾認知塑造成為有利於中國方面的利益。而這一目標是中國國家安全概

念之結果：北京對於威脅的擴張性認知，要求將權力擴張到中國的國界之

外。作法方面，中國已利用龐大的數據蒐集來支持控制全球運作環境，而

所蒐集的到數據亦可在海外塑造公共話語的工具。 

最後，中國的技術威權主義強調建立數位主權。從 2017 年迄今，中國

已訂定並實施多部與數據安全相關法律，包含 2017 年的『網路安全法』、

2018 年 5 月的『個人信息安全規範』、2020 年 2 月『個人金融信息保護技

術規範』、2021 年 6 月的『數據安全法』、及 8 月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換

句話而言，隨著中國將數位科技視為國家關鍵性產業，現極力強化網路相

關安全技術，並藉此建構數位主權。 

為管理數位科技下的大型企業，中國從 2020 年到 2021 年曾經整治包

括阿里巴巴、騰訊、滴滴出行等企業，或可視為國家的利益高於企業的利

益，並強調國家在數位主權的重要性。於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已成

為美國潛在或真正的挑戰者，並且相信其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之優越性與結合技術的治理模式，已是美中關係發展主要問題。  

三、川普「抗中」的遺緒 

川普任內的國際戰略讓原本的盟國質疑與不安，但在印度與太平洋地

區已建構以中國為抗衡對象的政策。美軍仍然保持前沿部署（ forward 

deployed）、在印太地區維持著美國同盟與對於東南亞的外交政策，也在南

海與湄公河採取合作性的外交舉措，華府也強化與台灣之間的外交實質關

係。同時，川普政府所推出的「印太戰略」，也間接帶動巴黎、柏林、荷蘭、

瑞士與歐盟相繼推出各自的印太戰略或印太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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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 2018 年成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並通過『善用投資導引開發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2108），對亞洲國家提供融資來增強

與北京競爭能力。美國還通過印度太平洋透明度倡議（ 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促進印太地區的善政與反腐敗工作，並公開質疑

中國對西藏和維吾爾族之侵犯人權的政策，並且關注易受中國壓力影響的

太平洋國家，例如密克羅尼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等國（Colby 

& Mitchell, 2020）。 

但是，一場新冠肺炎卻打亂川普的國際戰略，讓川普在處置新冠肺炎

之作法受到多方責難最終成為輸掉總統選戰的原因之一。原因在於，首先

川普政府最初忽視這場危機，並指責美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在疾病期

間表現不佳；其次，美國未能確實領導世界對抗新冠病毒。即使美國在全

球範圍的領導力減弱，但前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與歐巴馬

（Barack Obama）亦能夠動員 G20 國家，協調國際社會共同面對 2008 年金

融危機，而川普的「美國優先」原則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除影響美國外，

除無預警宣布對於來自歐洲國家的旅行限令，關閉與加拿大的國界外，管

制口罩等醫療物資出口至其他國家，也在全球各地搜刮防護性口罩，引起

包括加拿大、德國與法國等國的批評。而美國現今已意識到，全球合作才

是贏得新冠病毒成功關鍵，強調華府在國際機構、以及規範與聯盟等領導

之作用。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提到「大國競爭」（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其中更為強調與中國在技術方面的競爭。美國前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描述美中關係的發展在於爭奪「21 世紀經濟的指揮高地」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指責中國「全盤竊取美

國技術」（wholesale theft of American technology），並且大規模的「化犁為

劍」（plowshares into swords on a massive scale）。而當川普使用貿易戰來概

括對於中國的政策，並呼籲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Whalen, 2020）。

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的顧問余茂春（Miles Yu）指出，華

盛頓和北京間之互信受到嚴重損害，「雖然美中脫鉤從來都不是一項既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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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但脫鉤正在發生」（Asia News Monitor, 2020）。當時或許認為激進概念，

但這樣想法今日已普遍獲得到兩黨與各個行業之支持，川普政府將中國的

技術視為安全威脅並藉此傳播中國影響力。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由日

本所提出，後為川普政府所接受並實踐，表示美國努力將區域戰略擴張到

亞太（主要指的是東亞）以外，包括印度洋，希冀藉由印太地區的次區域

的凝聚力量來抗衡中國影響。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 2018 年曾經發佈印太戰

略架構（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該項架構在拜登就任前幾

日解密並公布。拜登政府現逐漸接受「印太」一詞，成為美國在亞洲建構

新戰略之信號。除拜登與其幕僚在多次聲明反覆提及「自由開放的印度─

太平洋」外，國家安全會議內部還成立印度太平洋事務局（ Indo-Pacific 

Directorate），並任命坎貝爾（Kurt Campbell）為局長，他曾經在歐巴馬政

府時期協助訂定「再平衡」（US “Pivot” to Asia）。該局包括中國與印度的高

階主管，亦為最大部門，已表明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將比美國傳統的歐洲與

中東更為重要。 

拜登政府顯然已承襲川普的「遺產」。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不太可能與

川普所訂定目標產生重大轉變。這些目標包括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先發優

勢」（pre-eminence）、保護自由的政治與經濟秩序、朝鮮半島無核化、深化

與印度與東南亞國家國協之合作。換句話而言，川普政府的成就乃是認識

到中國科技與獨裁威脅，而拜登政府的任務即是探究如何應對中國

（Economist, 2020）。川普的作法則是讓美國單打獨鬥，傳統的盟友成為工

具而不是夥伴。拜登在描繪其對於中國政策時，他表示應該選擇不同道路，

美國需要與志同道合的進行合作並集中力量。於是說，拜登政府在對中國

的戰略不同於川普，拜登政府認為需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合作，共同建立

反對中國影響力的統一戰線（歐巴馬、川普與拜登政府對於中國政策比較

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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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歐巴馬政府、川普政府與拜登政府對於中國政策比較 

 歐巴馬政府 川普政府 拜登政府 

中美關係

定位 

合作夥伴與競爭者共存 戰略競爭對手 最嚴峻的競爭對手 

戰略名稱 亞太地區再平衡戰略 印度－太平洋戰略 ‧ 未定名，拜登描述美中

關係是「民主與威權的

衝突」 

‧ 大國競爭 

政  策 接觸＋權力抗衡＋圍堵 圍堵＋預防＋接觸 ‧ 競爭而不對抗 

經濟內容 ‧ 在 TPP 談判中排除中國

（使用多邊貿易協定來

遏制中國） 

‧ 拒絕參與亞投行（否認中

國的平等合夥身份） 

‧ 堅持經濟務實主義，保持

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並

保持合作意願，例如，氣

候議題 

‧ 以關稅為核心進行貿易

戰 

‧ 對「中國製造 2025」戰略

實施技術封鎖 

‧ 堅持雙邊貿易談判和「美

國第一」政策，努力將中

國排除在全球貿易之外 

‧ 威脅退出世貿組織，打算

重新控制規則 

‧ 大規模的關鍵科技投

資與基礎建設 

‧ 印太戰略版的「帶路倡

議」 

政治外交 ‧ 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 

‧ 加強與盟國和非盟國合

作，為建立戰略包圍圈 

‧ 對於中國加強價值外交 

‧ 交 易 主 義 與 聯 盟 打 交

道，並要求聯盟承擔更多

責任與義務 

‧ 適度強調意識形態，加強

在亞洲國家之間進行制

衡意圖 

‧ 力求霸權 

‧ 強調民主與人權理念 

‧ 以美國領導聯盟角色 

‧ 與盟國與夥伴國家合

作，恢復美國在國際上

之參與，重新贏得美國

領導地位，並催化針對

共同挑戰的全球行動 

軍事安全 ‧ 在 亞 太 地 區 運 用 當 地

60%的部隊 

‧ 加強聯盟安全合作，將雙

邊聯盟擴大為多邊聯盟 

‧ 促進盟友在南海、釣魚

島、朝鮮半島和其他地方

表現出實力，美國對他們

進行軍事威懾，但避免中

美之間的直接衝突 

‧ 利用台灣問題作為籌碼

試探中國的核心國家利

益 

‧ 擴大盟友的作用，並繼續

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

部署 

‧ 干預亞太太平洋安全事

務，為中美之間直接衝突

做準備 

‧ 以聯盟為體系的軍事

安全，包括 QUAD 與

五眼聯盟 

體系規劃 ‧ 試圖用自由貿易構想改

變中國 

‧ 促進中國融入國際經濟

體系，改變中國的政治模

式 

‧ 試圖用保護主義保護美

國 

‧ 將中國排除在國際經濟

體系之外，迫使中國改變

其政治模式 

‧ 以國內投資支撐美國

基礎、振興美國同盟、

重新參與關鍵機構與

協議、重申美國價值觀 

‧ 重新參與國際間關鍵

機構與協議、重申美國

價值觀 

來源：修改自 Zhang（2018: 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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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價值觀的競爭 

美國一直試圖將自身的技術體系與中國的技術體系視為對立形式，將

兩者的競爭視為善與惡的競爭。所以美國前總統川普才會創建「潔淨網路

計畫」（Clean Network Program）。該計畫旨在識別來自中國不受信任的應

用程式，避免網路流量與數據儲存在不受信任的中國營運商或雲端伺服

器，目的在於旨在保護美國的使用者免於中國惡意行為之監控。與此同時，

美國公司則充當網路安全與民主價值的捍衛者。 

然而，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這種競爭不過是邪惡與邪惡間的較量。

美國自身也實施大規模的監控，美國部分大型科技公司也採取以監控為基

礎的商業模式，以免費服務的名義竊取數據。而由美國、澳洲、加拿大、

紐西蘭與英國所組成的「五眼情報聯盟」也曾向大型科技公司施壓，要求

提供後門權限。 

面對中國的技術壓力，美國已採取多方行動與政策來維繫美國優勢。

這些政策作為包含增加研發支出、放寬簽證限制並培養更多的國內人才、

並與國內行業以及與國外的合作伙伴和盟國建立新的伙伴關係（Darby & 

Sewall, 2021）。並且中國掌控技術優勢並非僅是獲得國防或戰場優勢，更在

改變戰場本身。儘管 5G、人工智慧、量子計算與生物科技等商業技術可融

入軍事應用，但中國所設想的是不需要動用武力的大國競爭，而是運用技

術優勢確保其他國家依賴中國基礎設施並提供影響力，這成為北京支持高

科技民用基礎設施出口之動機。同時，發展中國家以為從中國取得較為便

宜的電網、醫療技術或線上支付系統，可提昇國內產業與技術，但實際上

可能將更為關鍵的國家基礎設施資訊與公民相關數據交到北京手中（Darby 

& Sewall, 2021）。於是從川普到拜登政府美中關係的發展，不僅僅是技術能

力的競爭，更是一種價值觀的競爭。 

參、美國在數位科技時代對於中國戰略 

「戰略」傳統上源為擘劃如何使用軍事資源，來贏得針對敵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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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或取得戰爭本身之勝利（von Clausewitz, 1976; Earle, 1943; Liddell Hart, 

1972）。然而，大戰略（grand strategy）更代表著一種更為包容概念，它超

越單純戰爭當中一般性概念或和平時期之威懾，包括管理（使用軍事力量）

政策，並結合其他國家權力工具，諸如經濟、政治與心理（Liddell Hart, 1976: 

31）。若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大戰略意味著調整國內與國際資源，以實現國

家安全（Luttwak, 1976）。因此，大戰略也考慮國家支配的所有資源（不僅

是軍事資源），並試圖將這些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Rosecrance & Stein, 

2016）。 

現實主義者強調各國所處之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世界，認為國家

若想要生存，就必須與對手「平衡」。而在這過程當中，國家應當按照國際

體系與國際威脅的模式行事，並且國家最先會透過國內動員來實現平衡，

而不考慮任何政治的制約因素。學者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與

史坦（Arthur A. Stein）質疑大戰略領域當中的狹隘觀點。首先，兩位學者

透過歷史來證明，取得戰爭勝利或在和平時期維持成功，取決於不會破壞

軍事準備的經濟與工業基礎，各國會採取經濟效率高又不會產生「過度擴

張」戰略。其次，國家戰略或大戰略之成功取決於從國內民眾「汲取」資

源能力，若不能壓制國內反對勢力，領導人則可能採取冒險的外交政策，

以期在短時間取得廉價勝利。最後，政治與經濟的利益交換（logrolling）

可能可以說明領土過度擴張與國際關係之過度承諾（over commitment）

（Rosecrance & Stein, 2016）。 

拜登目前最大的挑戰即是，在不過度將中國描視為威脅並避免發生直

接衝突情況下，強調與中國競爭的重要性。拜登的國際戰略最佳的作法將

中國視為競爭者並制訂漸進政策。在理論上，美國政府認為需建構足以匹

敵對手，以及美國可能失去競爭優勢的想法，此可激勵美國國內的兩黨成

員（Nilsen & Ward, 2021）。使得拜登需重整經濟與化解國內的兩極分化，

並在美中長期競爭當中，美國不但需要證明民主的優越性，以及仍可持續

創新並超越威權體制國家的活力（Sang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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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成為中國產業政策重點 

從冷戰初期以來，美國在技術與創新領域一直領先於全球。在所謂的

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期間，美國征服太空並登陸月球、推動美元

交易以及拓展網際網路，並以好萊塢與 iPhone 等新科技突穿各國的地理疆

界，讓美國得以成為全方位強國。在這其中的半導體而言，它不僅是一系

列商業產品的關鍵零件，也是國防產業或武器系統的重要組件，並且半導

體可對人工智慧提供動力以及塑造未來經濟的競爭力。然而，美國政府對

於半導體的投資卻陷入困境，私人企業或政府並未對於半導體提供足夠之

投資，政府僅在確保當前穩定之供應鏈而非提高產業之創新。  

5G 技術為另一項美國暫居劣勢之領域。中國已藉由主導 5G 技術佔有

該市場，並建立為地緣政治服務之全球性電信網絡。美國原本尚未意識到

中國 5G 及相關基礎設施對於美國國家安全之威脅，直到 2019 年美國才警

覺到華為對於美國的安全風險，但華府的政策選擇卻有限，美國的公司較

少關注製造端到端（end-to-end）的無線網路，而是專注於製造單項零件，

如手機或路由器（routers），也沒有任何公司開發可用於跨網絡設備發送信

號的無線接入網路（radio access network），該種系統為建置類似華為和其

他一些公司所提供的端到端 5G 系統所必需之產品。同時，美國也疑慮中國

可能藉由 5G 獲得情報，或在危機當中被破壞或干擾對手的通訊網路。 

中國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於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使得它可以

加快建造大型建設項目，而無需考慮成本或社會影響，這是一種自由社會

難以採取之作法（Levesque, 2021）。中國藉由「中國製造 2025」政策從已

占全球主導地位的製造業，轉向到高價值產業，重點涵蓋人工智慧、機器

人、量子運算、新材料與高速運輸等。無論按照市值還是員工人數，中國

的大型科技公司現已超越除美國以外所有國家，而且中國對於高技術之運

用也超過其他已開發國家。這使得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擔憂，「由於其龐

大的規模」，中國在新技術「已有持續性的優勢」，並且中國正在建構類似

美國非正式存在的軍工複合體，「動員國家各方面的力量」（Heath, 2020）。

而在美國前總統川普發起貿易戰後，「中國標準 2035」取代「中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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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期望讓中國產業政策之標準成為世界標準（陳良榕，2020）。2021

年的兩會更討論中國在追求超越美國成為技術大國的過程當中，如何實現

其技術自給自足之目標（Fortnam, 2021）。 

中國集權主義式的政黨與體制確保任何決策將可迅速且徹底執行，倘

若面臨危機時刻，這可以成為優勢。另一方面，中國現今倚賴全球商業網

絡，包括出口以及進口維持中國社會運作的能源與原物料，且中國希冀運

用自由貿易之規則與掌控全球供應鏈而成為世界大國（Mead, 2020）。 

二、美國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性質 

中國從上而下的應用研究與投資計畫，以及對技術公司之補貼，已在

部分關鍵技術領域確立全球主導地位，並延伸至民用和軍事用途，讓技術

成為中美競爭的核心。例如中國在無人機或人類基因組測序等先進技術領

域方面可與美國進行競爭，而曾經是全球最快的超級電腦由中國國防科學

技術大學所研製的「天河二號」，則採用美國所製造的處理器（Sender, 2016; 

BBC, 2021），美國疑慮「天河二號」可能被用來從事核能研究，遂禁止英

特爾（Intel）對中國出口晶片。 

除先進科技外，中國擁有最具現代化之基礎設施與建設能力，已建立

20,000 英里的高速鐵路與超過 200,000 英里的道路和橋樑，也經營全球 10

大港口當中的 7 個，擁有全球覆蓋最廣的 5G 網路，中國不僅在全球推動世

界級的基礎設施，還協助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對於其「一帶一路」倡議

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建造基礎設施（Levesque, 2021）。這使得美國白宮發

言人莎琪（Jen Psaki）說到，「中國以不惜一切代價來獲得技術優勢與竊取

知識財產權，從事工業間諜活動以及強迫技術轉讓，拜登總統才會認為，

美國需要發揮更好的防衛作用」，並且「這些包括讓中國對其不公平與非法

的作法負責，並且確保美國的技術不會被用於中國的軍事建設」（White 

House, 2021b）。 

目前全球電信與通訊設備產業主要由華為所主導的寡頭壟斷，這形成

重大供應鏈與安全風險，並且中國由國家所進行的補貼讓其他企業難以進

入市場。在一篇名為〈非對稱競爭：中國與技術之戰略〉（Asym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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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的報告當中強調，「美國的

技術領先是其安全、繁榮與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礎。但這樣優勢正面臨風險，

中國在關鍵領域急速超越美國」。其中「不對稱」的意思是「中國遵循不同

的規則」，使得「中國可以從公司間諜活動、非法監控以及公共部門與私營

部門之間的界限模糊中受益」，「我們（美國）正走向獨立的科技領域」，「某

種程度的脫鉤是不可避免，也是可取」，「事實上，這兩個國家以及美國所

掌握的工具都必然推動某種程度的分叉」，「創建鼓勵創新的風險容忍研究

環境與安全∕間諜活動風險之間將進行權衡」（Allen-Ebrahimian, 2021）。 

澳洲戰略政策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國際網路中心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的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表示，

自由民主國家若要應對中國的「基於科技強化的威權主義」（tech- enhanced 

authoritarianism），需要避免就僅就間諜問題進行狹隘的討論，而更要進行

基於基礎研究（避免依賴中國的技術）以及更多的國際標準（中國就不會

自行訂定標準）。霍夫曼另指出，中國的中譯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文

簡稱「中譯語通」，英文全稱 Global Ton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英文簡稱 GTCOM）則是中國政府利用科技公司實現目標之案例。中

譯語通類似中國版的 Google 翻譯功能，但其問題在於所提供服務可從數據

當中創造軍事級別的情報，並透過自然語言可識別極端語言或衡量公眾情

緒，位置可追蹤人們的活動軌跡，也可以標誌社會動盪地點或精準定位政

治對手，而與 Google 不同的是，中譯語通是為向中國提供這類資訊而存在

（Heath, 2020）。 

其實川普政府時期已警覺來自中國的科技壓力。2020 年 8 月川普已發

佈行政命令將限制抖音（TikTok）與微信等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式。然而，

諸如禁令的臨時措施並不能解決技術創新所引起的結構性問題，更需要製

定數據隱相關法規來保護美國人，免於數據被侵擾性或濫用。美國認為監

控之作法涉及到監控與阻礙網路上不同意見，此種藉由技術輸出不相容意

識形態的過程可能削弱民主的健康，包括民主國家所關切之權力與自由。  

於是說，美國面對來自中國科技的風險包括以下各項： 

第一，中國壟斷全球的技術標準。倘若中國持續在新興科技領域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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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可能會讓中國取得對其自身有利的技術標準，進一步提供該項科技

產業的規模經濟，提高產業獲利進一步將促進未來之研發優勢。  

第二，中國在產業與軍事領域之聯繫優勢。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將給中

國帶來國家安全的優勢，特別在網際網路與外太空領域。例如，2017 年『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 14 條規定「國家情報工作機構依法開展情報

工作，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這

賦予公司或企業對於情報蒐集活動提供合作或支持的責任。特別在電信領

域，尤其是 5G 和 IoT 方面，倘若中國獲得全球通訊網路的特殊權限，工業

間諜可能影響美國或西方國家。 

第三，中國將技術領先優勢予以商業化。中國已將領先之技術優勢轉

為商業優勢，確保其電信設備、雲端技術與網路或無現金支付系統只與中

國所製造設備兼容，並且倘若中國所主導的技術標準讓其他國家所採用，

可能限制美國進入該技術領域機會，或跨國公司將投資不同兩種相異系統。 

第四，高科技與結合社會控制。部分發展中國家可能逐漸接受「數位

列寧主義」的作法，特別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投資基礎建設。

倘若有更多的國家試圖利用中國技術來控制其社會並限制政治，基於規則

的國際秩序與民主體制恐受到衝擊。 

第五，降低新興科技研究領域的道德標準。中國在新興科技的優勢讓

如何利用這些技術如何維持基本道德標準、透明度與問責制之風險。試以

生物科技為例，中國科學家賀建奎曾經聲稱可利用基因編輯人類（BBC, 

2019），這種行為絕大多數的國家被視為違法行為，但在中國並沒有明確禁

止，運用人工智慧也可能帶來類似風險。最後則是中國經濟對策所帶來之

影響。倘若中國認為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美國或西方國家的企業可能因

為中國的報復或民眾的反對而被拒於中國市場之外。而且如果華府與合作

夥伴國家懲罰特定企業或限制中國購買某些產品，可能讓北京相信需要在

技術方面自給自足，北京於 2020 年所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政策，則

是試圖在美國的保護主義下，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供應鏈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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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強化基礎建設與推動研究關鍵技術 

基礎設施已成為美國繁榮和全球競爭力的核心事務（Käpylä & Aaltola, 

2019; Masters, 2011）。美國本身的公路、橋樑、港口和鐵路實現通往全球的

供應鏈，提供旅運與國際貿易的便利性，並強化美國的國家安全。拜登在

總統競選期間矢言「重建美好計畫」（Build Back Better）來恢復美國的領導

地位。他呼籲提高聯邦政府支出，包括提供 3,000 億美元用於突破性的技術

來提高美國競爭力，並且支持擴大對於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的撥款，並且強

化「教育機構與合作夥伴擴大研究基礎設施」，填補私人企業投資的缺口，

讓拜登政府陸續化在關鍵科技方面與基礎建設之投資與合作（Seib, 2021）。 

華府更認為保持美國在創新與競爭方面之優勢，較限制中國的科技發

展更為重要。美國新任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也指出，總統拜登、

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及國務卿皆曾經提到，應對中國挑戰要從

投資國內做起，例如投資基礎建設、5G、量子計算和人工智慧。換句話而

言，在大國競爭的年代，美國更需要強化基礎建設與創新及研發之競爭能

力（Cipperley, 2018）。 

2021 年 3 月美國總統拜登公布一項為期 8 年、總額高達 2.25 兆美元的

『兩黨基礎建設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該基礎設施計畫將

用於交通基礎設施、研發與投資半導體和清潔能源生產研發、擴大並改善

醫療保健服務、改進現有基礎設施和住宅現代化以及改善寬頻和電網。這

項的計畫範圍甚廣，亦彰顯拜登政府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促使經濟更為公

平、對應氣候變遷並改善美國製造業與該科技產業的創新與研發，並升級

對中國的競爭。這項投資計畫並將在「未來高增長產業」，例如潔淨能源與

5G 電信產業之的發展投入大量資金，以及在農村網路、一般勞工的培訓計

畫以及節能住宅，以及涵蓋道路、橋樑、鐵路、港口、供水系統以及電動

汽車充電站等，並改善電網與電力部門（Tankersley, 2021; White House, 

2021c）3。從根本上而言，該項計畫為內政計畫，並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改善

 
3 

 中國數十年來在道路、高鐵、機場與網際網路以及關鍵技術的基礎研究進行大量投資。

北京的威權體制訂定五年國家經濟規劃，可能造成過多的建設、浪費或侵犯人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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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情況，但可促使美國有更多優勢，並可以與中國與其基礎設施與關鍵

行業之投資進行競爭（Seib, 2021）。 

此外，2020 年 6 月美國參議院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該法旨在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為基礎並強化美國科學技術研究體系（Science, 

2021），翻轉聯邦政府對於科學研究的有限投資，修改已被忽視的醫療保健

與國家安全。該法將在全美國投資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量子計算、機器

人技術、網路安全、醫療技術與合成生物學等。這種規模與多面向投資可

協助美國解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新興流行性疾病、自然災害與對於美國

國家安全之威脅（Litow, 2021）。美國期望能夠維持技術強國地位，同時推

動經濟增長與創造新就業機會，加強半導體等經濟領域的薄弱環節，美國

政府與企業也開始參與這場競逐。換句話而言，美國正從戰略性角度思索

研究與開發下一代關鍵技術，也成為與中國戰略競爭的時代開端。  

肆、結合民主國家遏制中國的技術主導地位 

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已改變整個全球趨勢，其中最為重要特徵即是對

於安全看法。這種「後新冠時代」的安全觀形成新的安全典範與數位化社

會氛圍，其中作為新的安全典範，控制與監視將成為更重要焦點，另外風

險即是中國與俄羅斯將數位治理視為新模式，部分民主國家可能會接受以

國家安全之名的數位監控（Wright, 2020），許多西方國家為遏制新冠肺炎

流行相繼採取「安全化」的諸多措施4，侵犯人權與自由與隱私。5 

 

但北京的中央政府則訂定戰略性規劃，訂定基礎建設的架構從而實現中國的經濟之增長

（Rubin, 2021）。 
4
  例如，在新冠疫情發生後，許多國家採取「症候群監測」（syndromic surveillance）來補充

公共衛生監測計畫。這套症候群監測為使用即時、非特定症狀與初步診斷訊息，以及蒐

集在大流行疾病的早期階段媒體報導的影響、政府對於社會距離與獲得醫療服務的指導、

臨床編碼（clinical coding）與病人管理系統的改變（Elliot, et al., 2020）。 
5
   許多國家在九一一事件後就已開始以國家安全之名進行數位監控。例如，英國則有 1989

年『安全局組織法』（Security Service Act 1989）、『1994 年情報機構法』（Intellige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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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於 2021 年 2 月發佈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審查關鍵供應鏈，確保美

國在技術與材料不會過度倚賴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Sevastopulo, 

2021）。換句話而言，技術競爭將主導 21 世紀的世界。但是到目前為止，

面對強大的技術威權主義之挑戰，民主國家尚未採取一致性行動來訂定標

準，確保關鍵供應鏈與基礎設施之安全，並且並且開放的民主國家極易遭

到威權體制之監控或取得元數據（metadata）。例如，在數據與數據保護方

面，美國政策不同於其他國家。日本採用與歐盟類似的標準，英國在脫歐

之後也願採取類似政策，日本於 2019 年擔任 G20 輪值主席國時也極力推動

全球數據流（global data-flows deal）之交易，但遭中國所反對。 

而且近來全球半導體與全球汽車晶片之短缺，拜登也認識到「去中國」

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在東亞國家結合台灣、日本與南韓重組有效且有彈

性的全球供應鏈。且因為中美貿易戰以及香港從反送中到改變香港選制以

及新冠疫情之故，許多企業選擇退出中國或避免依賴單一的供應鏈來源，

讓許多西方企業重新找尋較中國更為可靠的夥伴。 

一、建構技術民主國家的聯盟 

根據學者華特（Stephen M. Walt）的研究，當面臨重大的外部威脅時，

國家多會透過內部動員以及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關係來平衡強國或威脅

國，或藉由與最強大或威脅國來「拉幫結派」（Walt, 1988）。美國在印太地

 

Act 1994）、2000 年『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UK FOIA）與『調

查 權 力 法 案 』（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 以 及 『 電 信 攔 截 法 』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85)。美國則有『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國土

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外國情報監

控法』（FISA）、『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網絡

安全資訊共享法』（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 CISA）、『情報改革與恐怖主義

預防法』（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等。例如英國 2000 年『調

查權力法案』第 5 條規範，國務大臣可授權間聽，間聽必要理由為國家安全利益、為預

防及偵查犯罪以及為保衛英國經濟福祉。第 22 條規定，「調閱通信紀錄必須根據以下理

由而有必要性：(a)國家安全之利益。(b)預防或偵查犯罪、維護秩序。(c)維護英國經濟

福祉。(d)公共安全。(e)保護公共健康。(f)評估、蒐集政府部門之稅收、徵收、徵費等。

(g)預防對個人之身體或心理健康之死亡、受傷或損害之緊急事件，或減輕前述狀況」，

將國家安全進行擴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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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聯盟關係之關鍵在於多數國家沒有更好的選擇。該地區的國家對於其鄰

國的信任沒有較對於美國信任為多，但是華府可帶來外交上的優勢、規模

經濟與軍隊。美國在印太地區聯盟的弱點是，他們期望受益於中國的投資、

市場與供應鏈，但也不希望受到北京的威脅或影響，也不樂見在美國或中

國之間做出選擇（Schake, 2021）。 

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德國墨卡托中

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與日本的亞太倡議（Asia 

Pacific Initiative）共同研究發表名為「通用代碼：民主技術政策聯盟框架」

（Common Code: An Alliance Framework for Democratic Technology Policy）

報告指出，應當建立數位隱私準則，保護全球供應鏈並進行聯合研究與開

發。該份報告建議成立新技術聯盟（new tech alliance），當中創始成員應包

括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韓國、荷蘭、美國、英國

以及歐盟等。該份報告指出三項問題。首先，中國的產業政策建立不公平

優勢。例如，中國政府對於中國科技公司的大規模補貼與優惠貸款，加上

經濟間諜活動，使得中國的企業擁有不公平的優勢。其次，中國越來越強

調大規模的數據蒐集與監控，不僅威脅民主國家科技產業，也威脅到個人

隱私與國家安全。最後，民主國家缺乏協調一致的回應，使得決策者幾乎

沒有其它選項（Allen-Ebrahimian, 2020）。 

美國兩黨與學界已逐漸接受與中國進行競爭的論點，但多質疑川普躁

進作法。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學者劉易斯（James Lewis）則表示，「川普在與中國對抗

時做正確的事情，他完全做錯事情的地方就是疏遠歐洲人」（Whalen, 

2020）。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秉持此一思路，認為美國需與盟國合作訂定有

關出口管制、投資限制與制訂共同技術標準的政策，藉此確保「保護與促

進自由民主價值觀之生態系統」（ecosystem that protects and promotes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也提到，美國需

要「面對中國智慧財產權的盜竊，有針對性產業政策以及其經濟和安全部

門的融合來維護其技術優勢」，此種作法意味著加強對「雙向技術投資和貿

易」之限制（Lim,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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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力推組建 D10 民主國家聯盟以反對中

國的想法。英國保守黨議員的中國研究小組（China Research Group, CRG）

在 2020 年 12 月的「捍衛民主」（Defending Democracy）報告指出，D10 將

「加深民主國家間之合作，反對獨裁政權，加強自由主義價值觀和人權，

保護民主國家免於遭極權國家之干預，進而支持希望民主化的國家」（China 

Research Group, 2020）。美國前國務院官員科恩（Jared Cohen）和美國新安

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首席執行官萬丹（Richard 

Fontaine）也提出類似建議，組建 T12「技術民主國家」（techno democracies）

聯盟（Cohen & Fontaine, 2020）。 

拜登更將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描繪成價值觀衝突：民主與威權。但是拜

登的言辭掩蓋美國政府更為務實的做法，即聯合部分國家共同致力於技

術。美國正擬建立一種新興技術聯盟（emerging technology coalition）體系，

來建立與鞏固民主規範與價值觀，協調理念相近國家與面對中國威脅，該

聯盟還將發起「國際數位民主倡議」（ International Digital Democracy 

Initiative），共同發展、促進與資助採用符合民主價值與促進開放自由社會

利益的人工智慧與相關技術（Voo, 2021）。 

這套民主國家的聯盟，將包括三道層次。核心層次是供應鏈之合作。

例如，美國與日本已成立半導體戰略工作小組，確認美日間半導體研發與

生產合作事項（鉅亨網，2021）。第二道層次是美國正推動制定多邊標準的

議程。華府以為應在盟國之間以及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達成訂定共通標

準之共識，這包括訂定適當規則和標準，以確保在特定技術領域（包括 5G

電信、AI 和 IoT）中的競爭環境，增加系統之透明度與兼容性。這意味著

允許公司的系統的購買者（用於 5G 和衍生電信基礎設施）可轉換另一家公

司的設備，並提供驗證系統完整性方法，此將讓制定規則將變得更有意義，

並可關注共同利益（Schoff, 2019）。 

美國所主導多邊標準方面可能會訂定數位貨幣架構，以維護美元在全

球金融體系核心作用。此外，成立一個以美元作為基礎的平台，此將讓華

府主導銀行間資金之轉移、期貨與石油交易以及追蹤洗錢行為（Cohen & 

Fontaine, 2020）。目前中國的中央銀行正在試行數位貨幣，倘若該項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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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把範圍擴大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增加人民幣作為國際交易媒

介之範圍，並可能威脅到美元的地位。 

第三個層次為模組化方法（modular approach），即是根據不同議題組織

不同且彈性的聯盟。這些根據議題的聯盟一般包含 G7 當中的多數工業大國

以及一些國家，有時被稱之為「民主十國」（Democracy 10）或「科技十國」

（Tech 10）。例如，一個專注於人工智慧聯盟可能包含該領域的領導者以色

列；涉及出口管制的聯盟可能包含印度，確保阻止中國進口某些技術。美

國鼓勵怕擔憂怕得罪中國國家加入這個聯盟，亦可能不會直接宣布他們的

參與。而被認為已經成熟的聯盟領域則包含出口管制、技術標準、量子運

算、人工智慧、生物技術、5G 電信與監控技術的規範（Davis, 2021）。這

樣的聯盟將涉及半導體設備與技術的多邊管制，這些國家進一步將建立國

際晶片製造的聯盟，並將半導體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技術民主聯盟國家，但

可能需要時間與資金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技術民主聯盟的國家可能啟動

新一代晶片聯合開發，亦可能增加未來的電腦運算能力（Cohen & Fontaine, 

2020）。此外，由美國所主導的技術民主聯盟將支持非中國的公司，例如採

用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O-RAN）架構的愛

立信（Ericsson）、諾基亞（Nokia）和三星（Samsung），這將允許多個供應

商向市場提供可互換的電信組件，避免許多經濟體面臨現在 5G 的困境。 

除此之外，技術民主國家聯盟可能會訂定並採用網路嚇阻（ cyber- 

deterrence）理論。目前全球面臨到網路威脅或針對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之攻

擊，並且網路攻擊門檻低並難確認攻擊的來源或行為者。因此，面對這樣

威脅，成員國應會對網路行為準則訂定標準，並規範針對網路攻擊的反擊

步驟，成員國並可增加資訊共享與建立早期預警機制與指標，合作與進行

聯合反應之政策與措施（Cohen & Fontaine, 2020）。 

面為此種技術的圍堵，北京正在努力減少依賴外國的技術。北京正在

運用其經濟實力威脅美國盟邦。例如，2010 年中國與日本因為東海海域出

現主權歸屬衝突時，中國曾經限制稀土出口到日本，於是在 2021 年 1 月訂

定『稀土管理條例』，針對稀土之開採和冶煉分離實施管理制度，進一步有

效管理境內稀土的開採與冶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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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嘗試建構印太版的「一帶一路」 

跨境基礎設施已是印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核心，印太地區是否能

夠發展成功取決於各個經濟體間之貿易、投資、技術與供應鏈的互補性。

隨著自由主義經貿自由化降低貿易與投資之監管壁壘，如今公路、鐵路、

航運、能源、電子支付與網路通信已成為下一階段區域整合的主要挑戰。

然而，印太地區受到一系列「基礎設施缺口」（infrastructure gaps）的困擾

（Wilson, 2020），讓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則結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

銀行（AIIB），試圖主導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區域經濟整合。美國國會於

2018 年 10 月通過的『善用投資導引開發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of 2018）為印太各國提供取代北京「一帶一路」

倡議的替代資金，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美國與日本已達成一項協議，共同聯合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基礎建設聯

合合作計畫，來贏得印太國家之信任（Miki, 2021；經濟日報，2021），維

護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美日兩國訂定明確的架構讓各國與企業有

所依循，資助可持續發展與以社區為驅動的基礎設施項目，並涵蓋投資的

先決條件、執行項目之制度以及建議如何培育當地人才，以及制訂採購標

準與安全維護準則，減少技術洩漏之風險。美國國會也打算建立一個新的

金融發展機構，規劃新的權力與創新的金融工具，支持私部門在印太地區

發展（U.S. Chamber Of Commerce, 2021）。 

於是說，在一個地緣政治與大國競爭的年代，基礎設施已成為大國競

爭的工具。美國、日本、澳洲等國家業已針對印太地區的基礎建設與供應

鏈的聯通訂定許多計畫或方案，但美國認為需要有更為廣大的國際戰略實

施這些計畫或方案。實際上，藉由一個可以實現共同利益的平台，各國合

作機構可確保在印太地區基礎建設，可提高援助方與受援方之透明度與信

任度，降低衝突風險，並可就相互所認同之標準、原則與程序進行談判，

建立基於規則的基礎設施之共識。 

從川普任內開始，美國與其盟國開始改變原本的合作與聯盟傳統。美

國與原本的盟國不再在共同關切問題上合作，而是被不同的國家利益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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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並對於與威權政權的技術合作出現不同態度（Cohen & Fontaine, 

2020）。歸根究底，美國期望讓中國尊重美國的利益與國際原則或規範，更

進一步而言，美國可能會從智慧財產權的盜竊到掠奪性商業行為以及進攻

性公共政策等領域，對中國採取更為強硬政策與態度（Cipperley, 2018）。 

首先，中國在科技領域成功之關鍵乃是大規模的技術投資，美國若想

翻轉中國在科技方面之優勢需要對於產業進行投資。近年來中國在機器

人、人工智慧、綠色能源與基礎建設投入大量資金與教育資源6。第二，禁

令與制裁措施可以減緩中國發展與改善其技術能力。例如，印度於 2020 年 6

月限制抖音、微信和其他數十種中國擁有的應用程序，稱聲「中國侵犯印度

主權與完整性」的方式盜竊用戶的數據。第三，強化國家對於產業的直接防

禦能力。英國首相強森則表示將建立英國國家網路力量，並成立 AI 機關來

發展自動武器系統。管理英國網路域名系統的 Nominet 執行長哈沃斯

（Russell Haworth）支持強森政策，他說「中國的作用已充分得到證明，針

對不斷增加目標清單的攻擊皆需要投資」（Heath, 2020）。 

大國競爭並非美國外交戰略的連續性架構的部份。從根本上而言，大

國競爭是冒著手段與目的混淆的風險，將有限資源置於在虛幻威脅，並無

助於美國目前面臨到新型態恐怖主義威脅、氣候變遷或核不擴散等問題。

而且競爭並不意味著無休止的鬥爭，美國拜登總統才會表示，對中國採取

對抗方式不代表排除在氣候變遷或不擴散議題的合作。美國現在主要在維

護既有的國際秩序，並結合民主國家制約中國的技術與所所主導的技術標

準，對於自認「美國優勢」國家來說，這些領域當中最為重要的即是強化

美國實力的國內基礎（Schake, 2021）。 

伍、結語 

美國拜登總統在 2021 年 4 月 28 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宣告，「美國正在

 
6
  根據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數據，中國在 2019 年研發支出達 3,400 億美元，占全國

GDP 的 2.2%，創下歷史新高，相當美國研發支出的 80%，占美國 GDP 的 2.6%（Fromer 

& Delane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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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America is rising anew），並且美國準備好起飛（ ready for 

takeoff）。民主黨籍拜登的策略是在避免兩極分化，並強調三項核心承諾：

管理致命的流行性疾病、在年初美國國會暴亂後與華府的緊張局勢，以及

恢復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並且「證明民主制度仍然有效」（PBS, 2021）。 

到目前的發展而言，在美國新總統拜登的領導下，美國對於中國的政

策具有延續性。拜登政府接受對抗中國影響力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但

細就拜登對於戰略競逐之理解則與川普大相徑庭，拜登更為偏好進行戰略

競爭而非直接攻擊對手。拜登的政策看來類似川普但更為精明與多邊版

本，強調在國內增加教育和科學方面之投資，擴大基礎設施與關鍵技術之

研究與投資，扭轉美國人感到憤怒的兩極分化以及重振經濟來重建美國的

優勢；在國際層面上，拜登政府表示將恢復與美國傳統盟友的關係，建立

技術民主國家的聯盟體系，並爭取支持對應全球的挑戰，包括新冠肺炎、

經濟復甦與氣候變遷等議題，承諾致力回復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建立美國的

領導。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近年來人們在談論中美關係時經常

使用的一個概念。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

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可避免。他認為，中美之間發生衝突甚至

戰爭並非不可想像，其後果對雙方乃至全世界無疑是無法接受的。霸權國

家對於崛起強權始終存有威脅感與恐懼感，不可避免會導致衝突、防範甚

至對抗，於是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將長期存在。而在中國的全方位實力

還未威脅美國的優勢之際，以及中國實施其優勢戰略的背景下，拜登政府

正尋求盟國與民主國家的科技合作為主要手段，確保維繫美國優勢。台灣

可能參與拜登政府所正組建的民主聯盟或 T-12 技術聯盟，以更為創造性的

方式來強化台灣的外交地位。 

美國已承認華府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有絕對的優勢，建立以美

國優勢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現今美國須與傳統的盟邦或新興合作夥伴做出

讓步，例如，隱私、關稅或產業政策，以維繫美國的全球治理體系。為使

得這一戰略具有可靠性，華府兩黨則需先達成共識。從較為樂觀的看法而

言，美國與中國的競爭集中在科技領域，特別在關鍵性技術。美國與中國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2021/秋季號） 80 

亦有可能在至關重要的領域達成合作，例如遏制全球暖化、新興流行性疾

病或建立類似與前蘇聯一樣的軍備管制。 

華盛頓已開始轉移其戰略重心，從軍事科技到晶片及關鍵礦產與技

術，從美國優先到與盟國與民主國家的合作。從歐巴馬政府開始，其國際

戰略主要根據議題進行反應，川普政府進一步邁出重要的一步，認識到大

國競爭有必要從頭開始重建美國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則強調建構民主國

家的技術聯盟與供應鏈圍堵的戰略，除可保護美國與其盟國的切身利益，

可以解決美國國家安全發展的威脅，也降低與中國潛在衝突領域的衝突導

致軍事對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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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slowdown of COVID-19 and the shortage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he U.S. no longer emphasizes the competition of military 

power, and regards semiconducto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ext- 

generation networks as the core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trying to 

combine the “technological democracies” to confront China or other 

“technological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Starting from the 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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